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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遭遇禽流感的人更多的温暖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山东发现首例
H7N9禽流感病例。在周边
一些省份已经发现H7N9感
染人类病例之后，再听到这
个消息，应该不算太大的意
外。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一
些恐慌的情绪在蔓延，有人
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不实的
消息，已经让患者家人深感
困扰。而此时最需要的恰恰
是冷静和理性地应对疫情，
恐慌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放
大疫情的危害。

恐慌通常是人类面对
未知事物的本能反应。在国
内首次发现H7N9禽流感病

例时，公众因为有很多的不
了解，加上对当年“非典”的
记忆，引起了一些猜测和恐
慌，尚可以理解。当疫情持
续近一个月时，事实已经证
明这次疫情并非“非典重
来”，H7N9依然可控可防，中
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被世
卫组织称为典范。所以，一个
关心疫情并有基本科学素养
的人，在听到新发现病例时
应该能做出一个清晰的“风
险预判”，不值得为一个极小
概率的事件坐卧不宁。疫情
出现时，负责疫情防控的部
门确实应该严阵以待，该关
闭的市场要关闭，该做的医
学观察也不要敷衍了事，但

普通民众不需要做过度反
应，更不能去“攻击”那些无
辜的病人及其家人。

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
一些病人家属虽然经过检
测被证实并未受到感染，仍
然被自己的邻居和同事视
为异类，不能进行正常的社
会交往。家有重症病人本来
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再
看到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
样子，换作谁都会感到“雪
上加霜”的心寒。恐慌导致
的歧视，既有科学素养欠缺
的原因，也是人文素养不足
的体现。在中世纪的欧洲，
麻风病曾经引起普遍的社
会恐慌，很多病人被禁锢甚

至被抛弃，把病人当罪人的
态度如今已经被看作是一
种野蛮。在文明社会里，即
便是面对有很多未知因素
的传染病，整个社会都会呵
护有加，绝不会因为要面临
风险就抛弃病人。在“非典”
时期，很多一线的医护人员
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
了人类的崇高文明。

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
时，现在很多人都懂得同声
共气，自觉地组成“命运共
同体”。自汶川地震以来，我
们经历了多次重大自然灾
害的考验，最终都携手并肩
战胜了灾难，也使整个民族
的精神高度得到提升。但

是，面对尚无证据证明可人
际传播的禽流感时，个别人
反而把患者及其家人当成
麻烦。这种无知的行为，除
了割裂社会，制造冷漠的人
际关系，不会对疫情防控有
任何好处。

现在，自言“受打击很
大”的病人家属在网上受到
了传言的困扰，在现实中恐
怕也免不了会遇到个别人
异样的眼光，为了维持正常
生活不得不小心翼翼。我们
希望更多的人能用科学和
理性的态度看待疫情，用人
性的温暖关爱那些不幸的
家庭。此时，关爱他人，也是
关爱我们自己。

面对尚无证据证明可人际传播的禽流感，个别人把患者及其家人当成麻烦。这种行

为，除了制造冷漠的人际关系，不会对疫情防控有任何好处。

>>媒体视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重查“郭美美”也是红会自救的机会

景区分类才能遏制涨价潮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
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24日
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重新
调查“郭美美事件”。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表示，愿意配合
这次调查。

在芦山地震后的募捐
活动中，人们对中国红会与
壹基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
比。如何重树公信力，成了红
会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作
为独立的第三方，社监委重
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实际
上给红会提供了一个“洗心

革面”的机会，如何面对这次
调查，关系到红会的未来。

重查“郭美美事件”，对
于红会来说，是改变形象、
重树公信力的最后机会。

“郭美美事件”发生在两年
前，算得上是一个“历史问
题”，红会在调查初期的轻率
表态，遭到舆论的齐声批评。
尽管红会和相关机构多次调
查澄清，但“自查”的结果始终
难以取得公众信任。相比而
言，主导本次调查的社监委是
民间机构，除邀请社会公众参
与之外，还会实时播报调查进
展，加上社监委中不乏白岩松

这样的公众人物，调查结果的
可信度大大提高。对红会来
讲，积极配合社监委的独立
调查，这是澄清事实、恢复
公信力的大好机会；即便存
在问题，如果能够态度诚恳
地改正，也能赢得公众的好
感。相反，如果在调查中百
般阻挠，或是回应质疑时遮
遮掩掩，原本愿意给红会机会
的人，恐怕也要死心了。

当然，重树公信力是个
长期的过程，仅仅配合调查还
不够，红会还需在更深层次做
出改变。“郭美美事件”更像是
一个导火索，红会公信力丧失

的深层原因，是捐赠信息和财
务管理的不透明，红会没能满
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才逐
步建立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
而在此之前，人们完全不知道
红会收到多少捐款、都花在
了什么地方。是这种“无知”
让公众产生联想，即爱心捐
款养活了“郭美美”。相比之
下，在财务上有德勤、毕马
威这两大会计师事务所为
其“背书”，在管理上有周其
仁、王石等社会各界人士担任
理事会成员，壹基金能够吸引
更多的民间善款，也就不足为

奇了。看来，红会要想重树
公信力，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深层的问题解决不了，
再细腻的调查报告也无法
从根本上扭转红会在人们
心中的印象。

随着壹基金等民间组
织进入慈善领域，热衷公益
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红会
要重获公众信任，必须认识
到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必
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行
更深层次的改革，不能总是
通过和权力的结合做慈善。
否则，只查一个“郭美美事
件”是无济于事的。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社监委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实际上给红会提供了一个“洗心

革面”的机会，如何面对这次调查，关系到红会的未来。

群众围堵豪华宴请

是强势监督

从自发围堵到微博曝
光，群众的监督情绪和方式
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权利
时代”，群众对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表达权的要求日
益高涨。接受群众的监督、适
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
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
语境。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
问题上，更是在行政过程的
每一步，不管决策、执行还
是监督、反馈，只有适应这
样的变化，把权利放在首
位，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

“被下跪”的结局。 (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王伟健)

当前改革应

优先考虑公平

要解决中国经济前行
中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问
题，效率改革是必须的，否则
无法释放经济和社会的活
力；但要让效率改革得到全
社会的认同，从而具备可持
续的动力，则必然需要同时
解决公平领域的种种问题。
甚至有时，公平问题不解决，
效率改革就难以起步。

除了推动政府管理体
制、财税体制和资源定价机
制等偏重效率的改革外，必
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推动包括户籍制度、社保
体制、垄断格局等滞后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公平领域的改
革。两者齐头并进，才是真正
释放了改革红利。(摘自《经
济观察报》，作者胡家源)

财务管理和问责是

善款管理的关键

要做到善款善用，关键
在于加强公益机构的财务
管理制度建设。据调查，我
国44 . 8%的公益组织没有全
职的财务人员，大部分公益
组织仍采取手工记账的方
式。

来自外部的监督评估
机制同样重要。在我国，绝
大多数捐款人不知道他们
有权利查询以及如何查询
自己所捐赠财产的使用情
况。实际上，捐款人的问责
是提升公益机构管理尤其
是财务监管水平最直接的
动力之一，因为公信力是公
益组织的立身之本，失去了
它便失去了一切。(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

□张枫逸

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旅
游法草案将焦点对准景区门
票，强调景区门票价格不能

说涨就涨，应严格规范程序。
(4月24日《新京报》)

规范景区涨价程序并
不陌生。2007年发改委曾出
台规定，要求景区调价频次
不得少于三年。但现实中，

“三年不涨”却异化为“三年
必涨”。

此次审议的旅游法草案
提出，“景区提高门票价格应

当提前六个月公布”，“门票
涨价要举行听证”，这样的规
定看似严谨，能否遏制景区
涨价却不容乐观。其一，“提
前半年公布”对景区而言只
是多了道程序，并不能遏制
其逐利冲动。其二，在听证会
普遍沦为“听涨会”的大背景
下，景区涨价听证极有可能
成为过场。

遏制景区涨价不能只靠
程序“补丁”，而必须从根本
上明确景区定位。有专家提
出，应将景区分为公益型、市
场型、混合型三种类型。“公
益型由国家全额或差额补
贴，实行免票或者低门票价
格；市场型，门票进行市场化
定价；借助公共资源开发但
属于地方集体所有的混合型

景区，则由政府实行市场指
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当
下，有必要将景区分类管理
写入旅游法，建立相应的管
理、经营、监督机制，让旅游
产业发展和国民休闲诉求
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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